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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体健康行为改变是否存在阶段性是当前争议的焦点。用药依从行为作为关键的影响医疗效果指标, 

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前人对于用药依从水平的研究综述大多是从医学角度, 着眼于特定疾病的

用药依从行为。然而, 在医疗保健行业市场化的背景下, 鲜有研究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 探究信息加工方式和

心理过程对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的影响。同时, 现有研究也缺乏对依从行为的理论分类和论述。基于两阶段

理论模型回顾了营销领域影响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的影响因素, 梳理了干预策略, 并提出未来研究趋势与展

望。在理论上, 这有助于从健康行为改变阶段上理解个体的用药依从行为, 丰富健康领域的阶段理论。在实践

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心理健康和行为规律, 并为慢性病管理提供了营销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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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用药依从(Medication adherence)是医疗健康

领域的重要话题, 关系消费者的健康福祉。用药

依从水平指的是在药物获取(购买)和正确使用方

面, 消费者对个人或者组织的建议遵循或采纳的

程度(Bowman et al., 2004)。其中的药物既包括处

方药, 也包括非处方药以及身体健康检查的产品

或者服务。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指出,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

病导致的负担占所有疾病负担的 70%以上, 是否

遵从医嘱按时按量用药 , 已经成为影响生命质

量、制约寿命预期的重要因素(Desai et al., 2016)。

同时, 随着医疗保健行业的改革和市场化, 以及

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日趋重视, 医药公司也逐渐意

识到医药市场的重要性(Agarwal et al., 2020)。互

联网医疗服务的平台, 比如阿里健康、京东健康、

平安好医生、春雨医生等等已经深入到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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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 

随着医疗保健行业的市场化, 医药信息的传

播与沟通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从消费者的视

角来理解用药依从水平已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

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 消费者购药、用

药的过程实际上是消费的过程, 而消费过程中用

药不依从将会导致疾病治疗低效甚至无效。其次, 

对于企业或者组织而言, 较低的用药依从水平就

意味着消费者没有坚持吃药购药, 这将给制药企

业带来损失。根据 Cutler 等(2018)的研究, 药物不

依从性的年度成本在美国为 100 亿到 2900 亿美元, 

在欧洲为 12.5 亿欧元, 在澳大利亚约为 70 亿澳

元。最后, 消费者用药不依从, 将产生更多公共服

务的“消费”, 比如消费者更多地去医院 , 使得公

共医疗费用增加。 

鉴于不依从或依从性较低已经成为制约消费

者健康的重要因素 , 本文基于两阶段理论模型 , 

分别整合这两个阶段的依从行为影响因素, 并提

出相应的干预措施, 以期促进国内该领域研究的

发展。本研究将跳出当前研究零散化的局限, 根

据健康行为改变两阶段模型, 从药品的获取和服

用两个阶段, 以及从认知和治疗构建两阶段整合

模型。可能的贡献包括: (1)根据用药依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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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义, 提供一个两阶段整合模型, 揭示影响用

药依从行为的影响因素, 梳理消费者用药依从行

为的干预策略, 并提出未来研究趋势与展望, 有

助于从健康行为改变阶段上探索、理解和干预个

体的用药依从行为。(2)跳出以往的医学理论框架, 

从消费者群体和消费者心理的视角切入, 揭示消

费者行为领域的用药依从行为的研究动态和进

展。(3)推动和丰富健康领域的阶段理论。健康领

域下研究者们对行为是阶段还是非阶段存在不一

致的观点。本研究梳理用药依从场景在健康行为

改变不同阶段下的影响因素和干预策略, 有助于

推动和丰富健康行动阶段理论。(4)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新冠肺炎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

生命与健康威胁 , 给人们的健康行为敲响了警

钟。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疫情后阶段的消费者行为, 

并为慢性病管理提供营销启示。 

2  两阶段理论模型 

近年来, 健康行为改变的阶段理论在研究和

促进健康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阶段理论是

由社会认知理论发展而来的, 它认为消费者的健

康行为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而是一个多阶段的

过程(Schwarzer, 2008a; 2008b)。阶段理论认为, 人

们在决定、发起和维持健康相关行为的过程中 , 

要经过一系列本质上不同的有序阶段(Brug et al., 

2005)。同一阶段的个体面临共同的障碍, 而不同

阶段的个体面临不同的障碍 (Weinstein et al., 

1998)。不同于传统的连续性健康行为理论, 如理

性行动理论 (Weinstein, 1993)和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Conner & 

Sparks, 2005), 它们认为行为存在多种可能性, 行

为是意愿的结果, 并且将个体的健康行为变化视

为某个变量范围内的线性函数。而阶段理论不以

线性方式对待个体的健康行为变化。目前的阶段

理论包括预防措施采用过程模型(The Precaution 

Adoption Process Model, PAPM)、跨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I-Change 模型、健

康行动过程理论模型(HAPA)等。预防措施采用过

程模型(PAPM)假定从不知道问题到维持至少要

经历 6 个阶段, 跨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假设个体从考虑到维持要经历预先

考虑、沉思、准备、行动、维持 5 个阶段, I-Change

模型则假定人们的健康行为改变要经历前动机阶

段、动机阶段和行动阶段。健康行动过程理论模

型(HAPA)将人们的健康行为改变过程分成动机

和意志两阶段。因此, 尽管这些理论认为健康行

为改变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心理过程, 但这些模型

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人们在健康行为改变的不同

阶段会有不同的认知成分发挥重要作用。意愿对

行为的预测不是线性的, 而应该是根据阶段的特

点来匹配干预手段。 

在用药依从研究中, 两阶段模型(如健康行动

过程理论模型, HAPA)与传统的多阶段模型(如预

防措施采用过程模型 , PAPM, 和跨理论模型 , 

TTM)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前者的显著优势和适用

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可操作性

方面; HAPA 模型通过集中关注动机阶段和意志

阶段, 使得研究更加专注于影响消费者服药意愿

(动机阶段 )和维持服药行为 (意志阶段 )的因素

(Schwarzer, 2008b)。这种简化的方法减少了阶段

数量, 从而简化了理解和干预用药行为的复杂性, 

使研究者能够更清晰地定位干预点 (Schwarzer, 

2008b), 提高了干预措施的可操作性。例如, 通过

顾客教育增强动机和通过提醒系统强化维持服药

行为。第二, 在干预评估方面; 简化的阶段结构使

得干预措施更易评估(Luszczynska & Schwarzer, 

2005)。相比之下, 多阶段模型如 PAPM 和 TTM

通常涵盖从意识到行动再到维持的多个阶段。过

于具体的区分, 可能会降低对关键转换点的关注

(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3), 使得针对每个

阶段设计特定的干预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较为

复杂, 评估特定的干预效果也就相对困难(Weinstein 

et al., 1998)。第三, 在文化和环境适应性方面; 两

阶段模型的文化和环境适应性也是一个显著优

势。HAPA 模型由于其简化的框架, 易于在不同文

化和环境背景下适应, 尤其是在不同的卫生保健

系统中(Schwarzer & Luszczynska, 2008)。此外, 两

阶段模型可以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用药依从性问题, 

无论是长期治疗还是短期治疗 (Schwarzer & 

Luszczynska, 2005)。而多阶段模型的复杂性可能

需要更多地考虑特定文化和环境因素, 使得模型

的适应性变得有限, 可能更适合于特定的行为变

化情境(Glanz et al., 2008)。总的来说, 在用药依从

行为中, 健康行动过程理论模型(HAPA)的两个阶

段可以更好地与药品获取认知阶段 (Awareness 

stage)和药品服用治疗阶段 (Trail and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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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相匹配 , 可以更概括性地总结两个阶段下

的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该理论既直观, 又便于

干预措施的针对性设计。所以本研究以健康行动

过程理论模型的两个阶段理论为基础, 梳理和归

纳两阶段下消费者的用药依从行为。 

根据健康行动过程两阶段理论, 人们的健康

行 为 改 变 过 程 分 成 两 阶 段 (Schwarzer, 2008a; 

2008b)。健康行为动机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形成消

费者的健康行动意愿, 而意志过程是一个后意愿

阶段。意志阶段是指个体对健康行为的努力和维

持所产生的反应过程(Schüz et al., 2007)。动机阶

段描述的是我们想做什么, 而意志阶段描述的是

我们怎么做, 能坚持多久(高雯等, 2012 )。动机阶

段和意志阶段的区别在于行为的明显变化。动机

阶段主要形成意愿, 处于该阶段的个体想要行动, 

但还没有行动。而意志阶段的个体已经执行了预

期的行为(Schwarzer, 2008a)。在用药依从情景中, 

药品获取认知阶段即用药的动机阶段, 该阶段主

要是形成服药意愿。药品服用治疗阶段即用药的

意志阶段, 该阶段主要描述的是消费者形成服药

意愿之后, 将意愿转化为行动, 并努力维持服药

行为的过程。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点 (transition 

point)在于消费者是否形成服药意愿(Schüz et al., 

2009)。 

接下来, 本文将梳理和分别阐述两阶段下消

费者在用药过程中的依从水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响以及其对应的干预措施, 为提高消费者的用药

依从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3  两阶段理论模型下的用药依从影响
因素 

根据两阶段模型理论, 本文将梳理和分别阐

述两阶段下消费者在用药过程中的依从行为受到

哪些因素的影响。消费者用药依从的两阶段理论

模型将消费者的治疗过程分为药品获取认知阶段

(Awareness stage)和药品服用治疗阶段(Trail and 

adoption stage)。 

3.1  药品的获取认知阶段 

3.1.1  消费者固有信念 

(1)对药品的固有信念 

消费者经常依赖生活中所持的固有信念, 即

事物如何运作的一般知识和直觉, 来判断产品功

效。例如,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这一固有信念可

能会对功效感知产生影响。在制药领域, 强调产

品在某种程度上对消费者会产生负面影响, 存在

副作用, 反而会使得消费者推断产品更加有效。

例如, Kramer 等(2012)发现, 频繁发现副作用的药

物可能比那些很少或没有副作用的药物更有效 , 

因为消费者认为药效更强的药物才会产生更频繁

或更严重的副作用。同样, “良药苦口”的信念也深

入人心, 即味道不好的药物可能被推断为相对更

有效 , 而味道好的药物很可能被认为是无效的 , 

即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2)对治疗方法的固有信念 

消费者对不同的替代疗法(如西医和中医)持

有一些特定的信念, 例如, 消费者普遍认为西医

侧重于缓解症状(治根不治本), 并且针对身体的

特定部位进行治疗 ; 而中医侧重于治疗疾病(治

本), 并且关注整个身体。Wang 等(2010)论证了消

费者持有的这些固有信念会最终驱动消费者的偏

好和消费决策。如果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地确认疾

病的根源(即 , 诊断的确定性很高), 消费者倾向

于选择一种直接针对特定原因的治疗疗法(例如, 

针对身体特定部位的药物治疗); 而当消费者很难

根据症状推断出病因时, 消费者面临着很高的诊

断不确定性, 此时消费者往往更喜欢关注整个身

体的治疗疗法。而消费者做出的这些选择, 同样

可以用他们所持的固有信念来解释, 即西医疗法

见效快, 而中医疗法见效慢。 

3.1.2  关于药品的先验知识 

消费者的经验和已有知识对其用药依从水平

产生的影响, 体现在药品的固有属性(如大小、颜

色)和外在包装等因素上。 

(1)药品的固有属性 

药品的固有属性, 如色相、饱和度等都是影

响药品效能和消费者服药意愿的重要因素。关于

色相 , 研究表明 , 与无色的药物相比 , 有颜色的

药看起来更有效(Brieger et al., 2007)。Roullet 和

Droulers (2005)的研究表明, 深色包装(红色、蓝色

和棕色)的产品被认为更有疗效 , 药效的反应更

快 , 价格更贵 , 副作用更大; 并且红色、棕色和

灰色(而不是黄色和绿色)包装被认为是针对严重

疾病设计的。此外, 关于颜色饱和度, 有研究证

明高饱和度的颜色与健康更相关 , 亮度高的包

装 产 品 也 容 易 联 想 为 不 健 康 产 品 (Mead & 

Richers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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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品的外在包装 

药品包装在药品的获取认知阶段对消费者用

药依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医疗营销中, 消费

者经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医生开的药是单

独的一包, 里边包含了几种需要服用的药品。另

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药品以独立瓶装呈现。也就是

治疗同样的症状, 消费者会拿到几瓶不同的药。

研究者称前者为一次性包装, 后者被称为多重包

装。有研究者发现, 一次性包装的服务促进消费

者在心理上产生消费终止感(Consumption closure), 

这种感受让消费者觉得每一次服药都可能是最后

一次, 觉得该药品的剂量已经足够了, 进而提高

了药品的感知有效性(Ilyuk & Block, 2016)。 

产品的包装也会和产品品牌共同对服药意愿

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 如果仿制药的包装与原

研药(即品牌商品)的包装相似, 消费者可能会推

断仿制药品牌的表现与原研药的功效相同(Kardes 

& Cronley, 2004)。也有研究发现, 当产品的品牌

信息深入人心时, 产品吸引力与感知效能呈现正

相关的关系; 然而, 当消费者无法获得外部产品

信息时(如品牌美誉度), 消费者会对视觉吸引力

极高的产品的功效产生怀疑(Batra et al., 2009)。 

3.1.3  信息处理偏差 

(1)可得性偏差 

可得性偏差指人们往往根据认知上的易得性

来判断事件的可能性。通过模拟或者想象某一事

件, 消费者就会判断该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

可能性更大(Tversky & Kahneman, 1974)。在健康

信息处理的过程中, 信息的通达性、频率和加工

流畅性, 都会影响信息处理的偏差和对产品的用

药依从。例如, 消费者在收到产品信息时, 如果被

鼓励想象某些症状, 他们更有可能对这些症状感

到敏感, 使得相关信息通达性提高因而更有可能

使用该药物(Wang et al., 2021)。也有学者发现, 仅

仅是重复一项产品的要求就可以提高对其有效性

的评级(Hassan & Barber, 2021)。因此, 如果提高

关于产品有效性的信息频率, 那么消费者可能最

终会相信它确实如此。健康信息的加工流畅性也

会影响信息加工中的可得性偏差。 Song 和

Schwarz (2009)发现, 难发音的药品类别或者品牌

(如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和容易发音的药品品牌

相比, 它会让人感觉更陌生, 从而感觉风险更高。

相反, 易于加工的信息会让人觉得熟悉, 可得性

高, 风险感知降低。 

(2)感知风险与收益 

感知风险与收益是影响消费者初始用药依从

水平的重要因素。在了解疾病风险相关的信息时, 

如果对风险刺激的感觉是厌恶的, 人们倾向于依

靠直觉判断风险高而收益低。相反, 如果消费者

对某种药物的总体感觉良好, 他/她可能会低估风

险, 而高估产品的好处(Siegrist & Árvai, 2020)。

Yan 和 Sengupta (2013)探索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

人们在面对健康风险时有过高或过低的评估。实

验结果表明, 在基本患病比例较高(比如, 普通流

感)和病例风险较低(比如, 只有一种症状)的情况

下, 相比于对他人感染的可能性, 参与者容易低

估了自己感染的可能性; 在基本患病比例较低(比

如, H1N1 流感)和高病例风险(比如, 出现 4 种症

状)的情况下, 相比于对他人感染的可能性, 参与

者高估自己患病的可能性。在应对 2019 新型冠状

病毒上, 随着疫苗的开发, 世界各国医学权威纷

纷号召人们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来达到群体免

疫。然而, 截止至 2021 年,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显示, 各国疫苗接种的意愿较低。学者们研究发

现, 正是疫苗接种带来的可能副作用影响人们的

风险感知, 制约着疫苗接种率和消费者的用药依

从行为(Kaplan & Milstein, 2021)。 

(3)信息呈现方式 

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也会导致信息处理偏

差。例如, Cox 等(2006)实验表明, 相对于损失信

息框架, 获得信息框架的呈现方式会增加消费者

对暂时性的产品风险的忍受和偏好(例如, 肝炎用

药的临时皮疹)。但是, 对于更持久、更严重的产

品风险(如感染乙肝), 获得信息框架使得消费者

对待风险更加谨慎(例如, 更有可能接种疫苗)。许

多研究已经证实, 相对术语和绝对术语会引起消

费者对健康信息不同的反应(Griffith et al., 2009)。

Griffith 等(2009)发现, 对于治疗某种疾病同样有

效的两个药物, 当药品带来的好处是相对术语进

行表述时, 有 56.8%的参与者选择它; 但是, 当药

品带来的好处是用绝对术语进行表述时 , 只有

14.7%的人选择它。另外, Chandran 和 Menon (2004)

指出, 当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以一天(与一年相比)

的格式呈现, 可以使得消费者自我风险感知增加, 

并增强风险沟通的有效性。 

(4)情绪资源 

当理性的产品信息与感性的强烈情感同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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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 , 产品信息对人们的影响会减弱甚至消失

(Gershoff & Koehler, 2011)。例如, 假设使用一种

药物的副作用是听力可能损失, 并且这些信息唤

起了非常负面的情绪反应, 那么不管副作用发生

的概率是 1%还是 10%, 消费者都将不加思考地选

择拒绝这种药物。有关情绪资源理论的研究表明, 

同样是积极的情绪, 当消费者的情绪是对内型时, 

以自我为参照的健康信息比关注家庭的健康信息

更有效; 当消费者的情绪为对外型时, 关注家庭

的 健 康 信 息 比 关 注 自 我 的 健 康 信 息 更 有 效

(Agrawal et al., 2007)。Lee 等(2008)发现负面情绪

和健康自我效能感会共同影响健康信息的使用。

对于健康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消费者, 消极情绪与

所寻求的信息量呈正相关, 对于健康自我效能感

较低的消费者, 消极情绪与所寻求的信息量呈负

相关。Gerend 和 Maner (2011)发现, 对于处于恐

惧状态的参与者, 在接触到损失框架信息后比接

受增益框架信息后吃了更多的水果和蔬菜。而相

比之下, 对于处于愤怒状态的参与者, 在接触获

益框架信息后比接受损失框架信息吃了更多的水

果和蔬菜。 

3.2  药品的服用治疗阶段 

药品的获取认知阶段集中讨论消费者服药意

愿的影响因素, 而药品服用治疗阶段更多聚焦消

费者的行为变化。在形成服药意愿后, 如何维持

服药行为以促进和保持身体健康是一项重要但又

充满挑战的话题。我们进一步整理影响消费者药

品服用治疗阶段的因素, 并从服用药品的见效速

率、服用药品的营销沟通、以及服用药品的售后

服务来进行梳理。 

3.2.1  服用药品的见效速率 

药品见效速率的快慢(Time to onset), 一般是

指药品开始见效的时间和药效持续的时间(Wang, 

et al., 2010)。对于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产品开始见

效的时间和药效持续的时间对持续的用药依从水

平有重要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 药品广告不断

强调目标药品具有强大的效益, 并在广告中提供

人们使用药品和感受药品效果的实例和证明。频

繁接触这类广告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低估药品的见

效时间以及错误判断药效的持续时间。如果消费

者判断的见效时间过早(或者过晚), 那么这种错

误的疗效判断就可能导致用药不依从(Ilyuk et al., 

2014)。Ilyu, Block 和 Faro 等人(2014)建议通过广

告和包装清楚地说明和强调药物的起效时间和药

效持续时间。在用药过程中, 药品的信息可以作

为一个参考值, 辅助消费者对药品的疗效有一个

相对客观的判断, 否则, 后续的服药治疗阶段可

能会导致消费者判断药品的疗效不佳, 从而忽视

制药公司或者医生的建议, 导致服用不当。 

不仅药品见效的时间感知可能会影响后续用

药依从水平, 消费者对药品在使用后的有效持续

时间的估计也是决定药品使用和误用的关键因

素。Ilyuk, Block 和 Faro (2014)发现, 药品保持有

效时间的判断(即消费者认为药品对人体产生有

益效果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消费过程中所进行的

任务的性质。具体来说, 当任务被认为是困难的

(容易的)时, 消费者对功效持续时间的估计更短

(更长)。例如, 如果消费者在服药的同时, 还从事

一项困难的认知或体力任务(与从事相应但更容

易的任务的消费者相比), 消费者会认为药物的药

效持续时间更短, 这种对产品见效时间的推断会

影响消费者的用药依从水平。 

3.2.2  服用药品的营销沟通 

在我国, 法律对药品的营销沟通有着严格的

限制1。但随着医疗保健行业的改革和市场化, 药

品信息传播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传播越来越大众化, 

并且影响着人们的用药依从行为。在药品服用阶

段 , 营销沟通的目标是强化消费者的购买后行

为。但是, 已有研究表明, 营销沟通的影响并不总

是正面的, 还有负面和中立的影响。首先, 有研究

表明 , 营销沟通可以强化消费者的用药依从行

为。例如, 广告可以提醒消费者服药, 强化已经遵

循药物使用规定的消费者依从行为, 并让不依从

者感到“内疚”, 进而促进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

(Bowman et al., 2004)。Wang 等人(2023)通过多项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15 条规定,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 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以及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

疗方法, 不得作广告。广告法第 16-19 条则规定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广告、保健食品广告不能包含的内容。药品广告

的内容不得与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不一

致, 并应当显著标明禁忌、不良反应。处方药广告应当显

著标明“本广告仅供医学药学专业人士阅读”, 非处方药广

告应当显著标明“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因此, 药品的信息传播活动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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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涉及 COVID-19、乳腺癌等多种疾病, 结果

发现, 疾病信息拟人化可以促进消费者的依从行

为。因为拟人化增加了对疾病的心理亲近感, 进

而增加了感知的易感性。但是, 营销沟通策略并

不总是起到正强化效果。已有研究也表明, 广告

对药品依从行为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一般而言, 

未接触广告的消费者更依赖医生获取信息。而接

触广告后的消费者可能会因为感到自主而选择在

未咨询医生的情况下改变药物剂量安排。特别是

对于症状较轻微的消费者, 他们可能更不愿意遵

从医嘱(Bowman et al., 2004)。Bolton 等人(2008)

发现“回旋镖效应”, 即将产品作为药品(而不是补

品)进行传播会让消费者更少从事健康的生活方

式(如服用降低胆固醇产品)。研究人员认为, 这种

回旋镖效应可以归为两个原因。首先, 药品可能

降低消费者的风险认知, 从而降低了他们对健康

保护行为(如服用降低胆固醇产品)的重视程度。其

次, 药品可能与不良的健康状况联系在一起, 从

而降低自我效能感, 导致健康行为减少。对于营

销沟通的作用, 也有学者发现了中立的结果, 即

营销沟通能否起到正强化效果, 受到某些因素(如

广告方、个性特征)的调节。Wosinska (2005)采用

4 年的面板数据, 分析表明, 竞争对手的广告增

加了整体类别的依从性, 而自身药品的广告降低

了使用该特定药物的依从性。Briley 等(2017)则提

出个性特征的调节作用。学者们指出, 在面临健

康方面的挑战时, 对于互依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

而言, “行动者”的营销沟通框架(例如, 成事在人, 

谋事在天)对促进依从行为更为有效; 而对于独立

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而言, “反应者”的营销沟通

框架(例如 , 兵来将挡 , 水来土掩)对于促进依从

行为更为有效。 

3.2.3  服用药品的售后服务 

在探讨药品的服用治疗阶段的诸多影响因素

当中, 服用药品的售后服务对消费者依从行为的

影响是药品服用阶段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首先, 

服务提供者的互动特征会对消费者依从产生关键

影响。Snell 等(2014)和 Hausman (2004)强调了服

务质量、人际互动在提升消费者依从行为的重要

性, 特别是一对一的互动和情感交流在医生服务

过程中的作用。Dellande 等(2004)通过减肥诊所的

案例展示了服务提供者如何通过专业知识和态度

同质性提升消费者的依从性, 从而实现满意度和

目标达成。其次, 服务的互动特征会和消费者本

身的自我效能因素交互对消费者依从产生影响。

例如, Seiders 等(2015)的研究揭示了专业服务提

供者的行为 , 如建议给予频率和关注负面后果 , 

对消费者依从行为的显著影响, 同时指出这种影

响受到消费者自我效能和服务提供者效能的调

节。相似地, Wittkowski 等(2020)探讨了新的服务

手段——自我追踪技术 (self-tracking technology, 

STT)在监测和分析健康数据方面的作用 , 发现

STT 的使用效果取决于消费者的自我效能, 而在

自我效能较低的消费者中, STT 的使用可能反而

削弱对医疗建议的依从。 

4  基于两阶段理论模型的用药依从水
平干预 

在厘清用药依从水平的影响因素之后, 健康

服务提供者和健康管理人员等该如何对消费者的

用药依从水平进行干预呢？显然, 两个阶段主要

的不同是 , 药品认知阶段是一种对态度的干预 , 

而服药治疗阶段则是一种对行为干预。因此, 本

文将对应两阶段分别归纳和阐述不同阶段下的消

费者用药依从干预方式。 

4.1  针对获取认知阶段的态度干预 

对于态度干预, 提高服药意愿是促进初始的

用药依从水平的关键因素。接下来, 我们将从顾

客教育、企业助推和媒体监管三个层面梳理干预

策略。 

顾客教育。顾客教育包括消费者的自我教育

以及外界对消费者的健康教育。首先, 通过影响

因素的梳理, 我们可以发现, 消费者在药品获取

认知方面存在较多的偏见, 包括对服药的固有信

念偏差(Kramer et al., 2012; Wang et al., 2010)、药

品的先验知识偏差(Roullet & Droulers, 2005)、风

险感知偏差等(Yan & Sengupta, 2013)。因此, 对消

费者用药依从的干预, 非常重要的是通过顾客教

育的方式, 从思想和认知上进行干预。健康服务

人员可以通过健康科普活动, 传播科学的医疗知

识, 帮助消费者认识和洞察到自己存在的健康偏

见, 以促进消费者客观评估药品效果。对于健康

风险感知, 绝大部分消费者由于缺乏健康医疗知

识而容易高估或者低估健康风险 (Shen et al., 

2023)。如何让消费者更加客观地评估风险, 是正

确引导消费者用药依从的重要前提。当消费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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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疾病的风险高时, 他们会形成服药意愿。但

同时也存在由于风险评估偏高而过度依从, 出现

用药过度、浪费医疗资源的现象。例如, Samper

和 Schwartz (2013)研究者发现, 人们认为神圣产

品(sacred product)的低价格意味着这些产品对有

需要的人更为可及, 从而使消费者认为他们面临

更高的风险, 进而增加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消费

意愿。相反, 更高的价格降低了风险评估, 从而降

低了消费意愿。因此, 健康服务人员可以通过顾

客教育, 提高顾客的健康意识和知识储备, 以洞

察消费者的健康偏见 , 客观评估自身健康风险 , 

促进消费者健康福祉。 

企业助推。药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 在其直

接面向消费者的流程中会受到国家和法律的严格

约束。但随着医疗行业的不断市场化, 学者们也

发现了一些有利于助推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的策

略可供企业服务人员参考借鉴。首先是在产品包

装上。很多的研究表明, 包装的颜色(Brieger et al., 

2007)、风格(Mead & Richerson, 2018 )会影响消费

者对药效的感知。据此, 企业管理人员可以结合

行业规范、品牌设计和顾客的心理感知, 对药品

的包装设计进行优化。其次是产品的信息传播。

企业在进行产品传播时, 可以根据信息加工流畅

性有针对性地助推消费者服药意图。已有研究发

现, 信息处理难度会提高人们的风险感知。例如, 

难以发音的名称会让人感觉风险更高 (Song & 

Schwarz, 2009)。据此, 当消费者的用药依从行为

低, 特别面对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时, 健康服

务人员可以利用加工流畅性原理来影响消费者的

风险感知, 进而提高消费者的依从行为。对于那

些健康素养低或理解健康信息能力有限的消费者

(例如老年人或语言能力有限的人)群体, 他们特

别容易受到营销传播的影响。这些消费者不太可

能遵守通过包装、插页或黑框警告传达的药物建

议; 相反, 他们可能依赖于启发式信息、情绪、固

有信念等(Nielsen-Bohlman et al., 2004)。因此, 对

于这类群体, 提高决策信息的流畅性同样是提高

消费者服药意愿的重要策略。最后, 是在决策过

程中进行助推。Steffel 等(2022)的 3 个实验显示, 

提高医疗决策传达的流畅性可以增加参与度: 当

关于他们选项的信息以流畅(相对于不流畅)的格

式呈现时, 消费者更有可能参与医疗治疗决策(而

不是委托给医疗专业人士)。流畅性通过提高主观

理解(即, 让人们觉得他们更好地理解了选择, 并

对自己的选择能力更有信心)来增加参与度。在健

康素养不足的消费者面临时间压力的情况下, 流

畅性的效果最为显著 , 并且不受过去经验的影

响。因此, 企业服务人员在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时, 

可以通过提高选项的流畅性, 增进消费者对决策

的理解, 以促进消费者对于他们自己治疗选择的

参与和依从度。 

媒体监管。消费者关于健康产品的选择受到

公共信息(如新闻文章、研究论文、在线客户评论、

在线产品讨论和电视节目等)的重大影响。官方公

共卫生服务单位开展的健康科普教育活动, 可以

增强消费者的健康意识, 进而促进人们的服药意

愿。然而, 由于健康是人们开展常规社会活动的

基本前提, 因而人们的健康也同时具有一定的脆

弱性。人们行为稍有偏差, 就容易带来严重的负

面影响。例如, Shi 等(2022)研究发现了医疗健康

领域的 Oz 效应。“Oz 效应”指的是当名人医生如

Dr. Oz 推荐某种健康产品或医疗方案后, 公众对

该产品或方案的关注和接受度急剧上升。然而 , 

这些建议常常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媒体通常会

放大这种影响, 进一步引导人们信任和使用这些

产品, 即使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广泛的科学研究支

持。这可能导致药物的不当使用或滥用, 增加消

费者健康风险。因此, 在倡导消费者用药依从的

同时, 健康管理人员也应该严格监管大众媒体的

信息传播, 特别是注意名人效应。 

4.2  药品服用治疗阶段的行为干预 

根据两阶段理论, 药品服用治疗阶段干预的

重点是在形成服药意愿的基础上努力延长消费者

在这一阶段的意志, 以维持用药依从行为。努力

在行为上提高消费者的用药依从水平, 需要消费

者、企业、政府相关健康服务部门共同努力。结

合已有研究综述文献, 我们从顾客授权、企业激

励、多方协作三个方面对药品服用治疗阶段的干

预策略进行梳理。 

顾客授权。授权是指赋予人们足够的知识和

自主权, 使他们能够对某一决定施加控制的策略

或机制(Camacho et al., 2014)。授权在医疗保健领

域中日益受到重视。很多研究探讨了医疗健康服

务人员(如医生、护士)授权对依从行为的影响。例

如, Wang 和 Yim (2019)研究提出, 通过实现“主导

地位转换”, 即将服务提供者在提建议前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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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转变给接收建议后的客户, 可以提高消费者

依从度。该研究表明, 在医嘱给出之前, 健康服务

人员占据主导地位, 而在医嘱给出之后, 将主导

地位转交给消费者可能会增加消费者的用药依从

度。因为这样做能增加消费者感觉到的共同立场, 

从而更愿意遵循医嘱。但随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倡

议, 顾客授权在医疗保健中也愈发重要, 特别是

在慢性病管理中。有研究者对来自美国东南部两

家初级保健诊所招募的 378 名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数据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 强调赋权和自我效

能对改善糖尿病管理结果是正相关的(Hernandez- 

Tejada et al., 2012)。对于授权的时机, Fallis 等人

(2013)认为消费者出院这一时机对于如何干预用

药依从行为至关重要。他们发现 28%的消费者在

出院后一周表现出用药不依从性, 并且消费者所

有的新处方当中的药品有五分之一没有被购买

(服用)。 

企业激励。长期坚持同一件事情对消费者来

说是一项挑战 , 这也导致了消费者的用药不依

从。对此, 企业可以针对疾病的类型, 采用不同的

激励的方式, 以促进消费者的用药依从行为。财

务激励是众多激励方式中讨论较多的一种方式。

Giuffrida 和 Torgerson (1997)对使用财务激励(现

金、代金券、彩票或礼品)来增强消费者者依从性

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文献梳理。结果发现, 11 篇研

究中有 10 篇显示财务激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依

从性。类似的研究结论在改善精神障碍消费者的

用药依从性上也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Noordraven  

et al., 2017)。对于慢性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

糖尿病和/或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消费者而言, 

有研究也考察了财务激励(例如现金、礼品卡或代

金券)与社会认可(例如鼓励性消息、反馈、个人认

可或团队竞争 )对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的影响

(Hastings et al., 2021)。结果发现, 大多数消费者

认为针对这些疾病的激励措施是合适的, 并且更

偏好财务激励而不是基于社会认可的激励。但对

于某些特定群体的患者, 如年收入较低、无大学

学位和较高依从性水平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药物

依从性激励的合适性较低。对此, 企业员在在制

定激励干预措施时应考虑个体和疾病的特征。有

学者将慢性病的性质划分为两个维度, 分别是遵

守最佳治疗方案的激励以及行为需要改变的幅度

(Christensen et al., 2009)。其中, 遵守最佳治疗方

案的激励指的是用药依从的后果。例如, 近视、

过敏等疾病在遵守医嘱后其治愈效果在短时间内

可以看到, 因此属于依从激励强度高; 而高血压、

高血脂等疾病在遵守医嘱后其治愈效果在短时间

内难以见效, 因而属于依从激励强度低。而在行

为需要改变的维度上, 不管是近视、过敏, 还是高

血压、高血脂, 这些慢性病需要消费者在行为上

进行改变的程度并不高, 主要依赖医疗和技术。

但是, 例如肥胖、成瘾性疾病等, 就比较需要消费

者付出较多的行为改变, 需要较高的意志。因此, 

在进行干预时, 可以通过提高技术依赖, 减少行

为依赖、提高依从激励强度的策略来提高消费者

的用药依从行为。例如, 在设计治疗方案的时候, 

针对低自我效能感的消费者, 可以考虑见效感知

快或者更及时反馈的治疗方案, 以达到强激励的

效果(Christensen et al., 2009)。 

多方协作。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的改善和提

升, 需要企业、社区、各级别的保健中心等多方

健康服务人员共同协作。Hackerson 等(2018)设计

和实施了一种协作型的处方管理计划。这一计划

需要社区药房和初级保健中心一起合作。具体而

言, 初级保健中心首先给消费者诊断并出具处方, 

并在配药前对消费者进行针对性干预。随后社区

药房为来自保健中心的消费者配好新药。在 2 天

的时间内, 药剂师会给消费者打电话, 告知他们

处方已准备好 , 并强调初始的用药依从的重要

性。如果在 48 小时后消费者没有配药, 药剂师会

与开药者或者其家人联系以解决潜在的障碍。保

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后期用药过程中负责进一步

跟进。这样, 初级保健中心和社区药房之间增加

的沟通, 再加上在每一环节的消费者教育, 使得

初始用药不依从性显著降低。随着医疗保健行业

的逐步市场化, 很多的药物已经在市场上直接面

上广大消费者。因此, 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 他们

可以不用去医院复诊, 而是可以凭借原来的药房

在市场上购药。那么, 对于慢性病消费者的管理, 

则需要医院和企业共同干预。例如, 健忘是导致

慢性疾病药物不依从的主要因素, 很多研究已经

证实, 可以通过药物提醒设备来解决。那么, 医院

和企业可以协助, 在服用治疗阶段的前和后期分

别采用提醒策略, 促进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值

得注意的是, Fischer 等(2014)评估了两种旨在增

加心血管药物初始用药依从水平的干预措施,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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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的自动提醒服务以及人工电话提醒服务。他

们通过 90 万名消费者和 120 万张处方的田野实验, 

发现了药房的自动提醒服务并没有显著增加初始

的用药依从水平。而那些实验组的被试, 由于添

加了人工电话的提醒服务, 他们对药剂师新开处

方的放弃率降低了近 5%。而 Vervloet 等(2012)通

过梳理多项研究发现 , 电子提醒相对于短信提

醒、传呼机消费提醒在短期内对消费者的用药依

从作用更有效。类似的结果在冠心病消费者身上

也得到验证(Santo et al., 2019)。因此, 在多方协助

过程中, 干预者需要特别注意根据疾病类型选择

具体的干预策略。 

5  总结与未来展望 

如图 1 所示, 本文基于两阶段模型理论, 深

入探讨影响消费者依从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消费

者行为的视角探讨消费者的用药依从水平, 在理

论上可以丰富用药依从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 在

实践上可以为医疗服务者以及医药企业管理者提

供管理和营销启示, 具有重大的意义。以消费者

行为的视角看待用药依从问题, 本质上不同于以

往将亚健康个体或者健康状况不佳的个体看作病

人的逻辑, 而是将这些个体看作购买医疗产品、

体验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尽管已经有学者对这方 

 

面进行了探讨, 然而基于两阶段理论视角, 消费

者用药依从水平还有诸多问题可以探讨。 

5.1  探索弥合“意愿−行为”之间的差距 

根据两阶段理论模型, 第二阶段的起点是消

费者已经形成服药意愿。然而, 决定服药和坚持

服药之间, 还存在一个“意愿−行为”的差距。一般

来说 ,  人们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是很常见

的。在意志阶段, 尽管消费者已经形成了健康行

为意愿, 但也可能由于某些意料之外的干扰, 导

致妥协或放弃。在用药依从的研究领域中, 元分

析工作显示行为意愿仅解释了行为变异的平均

28% (Sheeran, 2002), 这被称为意愿−行为差距

(Rich et al., 2015)。尽管之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年龄

较大(Reuter et al., 2010)、社会经济地位更高

(Conner et  al . ,  2013)、更强的感知行为控制

(Sheeran & Abraham, 2003)等因素能预测更强的

意愿−行为关系 , 但很少有研究对这一差距的调

节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可

继续深究和识别影响意愿与用药行为之间差距的

潜在调节因素。首先, 可开展多层次的模型分析, 

以考察社会文化、心理和营销因素如何共同作用, 

影响用药依从的意愿和实际行为。其次, 研究可

以采用实验设计, 直接检验不同干预策略(如信息

提示、社会支持或物质奖励)对减小意愿−行为差 

 
 

图 1  两阶段理论视角下的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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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有效性。最后, 研究应该探讨用药依从的个

体差异, 例如通过长期追踪研究, 以确定哪些因

素可能导致健康意愿的不稳定性, 从而影响用药

行为。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意愿−

行为差距的解释机制。以往的连续性模型, 例如, 

理性行动和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91)以及保护

动机理论(Rogers, 1983)都视意愿为行为的最直接

和重要的预测因素, 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明确说

明意愿如何推动行为。深入讨论意愿如何推动行

为背后的解释机制对于提升干预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例如, de Bruin 等(2012)发现了意愿−行为关系

的中介变量, 即自我调节过程, 这一过程在形成

意愿后被触发, 并解释了如何将这些意愿转化为

实际行为。作者的发现表明, 如果干预措施不仅

能强化用药的意愿, 还能提升个体的自我调节能

力, 便更有可能有效提高用药依从。具体而言, 这

可能涉及教导消费者如何计划和监控他们的用药

目标进度 , 或使用提供即时行为反馈的电子设

备。未来研究还可以延伸到不同疾病背景下, 探

讨如何有效弥合意愿与行为的差距。这对于医疗

实践具有显著意义。以 Scholz 等(2012)的研究为

例, 该研究发现在器官移植的情境下, 由女性伴

侣提供的社会支持与消费者服药意愿正相关, 而

男性伴侣提供的支持与其女性配偶的服药意愿略

呈负相关。对于未来研究, 这一发现暗示着在不

同疾病背景, 例如慢性病或精神疾病中, 研究者

可以更深入地探究社会支持和关系质量如何影响

意愿−行为关系, 并据此提出特定的干预措施。这

种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因素

在用药依从中的作用, 还可能对提高医疗依从率, 

特别是在不同疾病情境下有着实际应用价值。 

5.2  采用整合思路探索用药依从行为的完整过程 

在本研究中, 我们基于个人健康行为改变研

究领域的两阶段理论模型, 从消费者行为视角梳

理了个人用药依从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手段 , 

弥补了连续性模型的不足。然而, 通过文献的梳

理, 我们也发现, 当前的研究多是分阶段进行探

索, 鲜有研究贯穿整个用药依从旅程。因此, 未来

研究可以采用整合思路, 对药品获取认知阶段和

药品的服用治疗阶段的这两个完整阶段的用药依

从行为进行研究。例如利用新技术, 通过大规模

个体层面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 结合实验室实验

与现实消费情景, 对消费者的用药依从行为规律

进行系统和宏观的总结。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全过

程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根据 Tabi 等(2019)的

一项研究, 针对消费者的用药依从水平的手机应

用就已经超过 1000 多个, 例如, 糖尿病消费者可

以通过同步到手机应用程序的测量设备轻松地跟

踪他们的血糖水平, 从而提升用药依从水平。数

据显示, 全球健康应用程序的安装量估计已达到

33.5 亿。尤其是具有追踪功能的移动健康设备和

手机应用程序, 这些技术可以收集大量关于消费

者的数据, 包括饮食、活动水平以及心率和体重

等生理指标; 又或者通过捕捉变化的认知成分进

而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用药依从的整个过程。根据

两阶段理论模型, 人们在健康行为改变的不同阶

段会有不同的认知成分发挥重要作用, 同一种认

知成分也可能因为阶段不同而产生变化, 例如自

我效能感。在动机阶段, 促进消费者形成意愿的

内在原因之一是消费者行动的自我效能感, 而进

入意志阶段后, 行动的自我效能感会转化为保持

的自我效能感或者恢复的自我效能感(Schwarzer, 

2008a)。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捕捉变化的认知成

分进而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用药依从的整个过程 , 

同时为两阶段理论提供新的支持证据。 

5.3  以多元视角探索影响用药依从行为的前置因素 

用药依从问题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健康

产品跟其他产品不同, 它受到国家宏观战略层次

的调控和指引, 同时营销途径上受到法律的严格

约束。同时, 随着医疗保健行业的改革和市场化, 

以及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日趋重视, 医药公司也逐

渐意 识 到医 药市 场 的重 要性 (Agarwal et al., 

2020)。因此, 用药依从的学术研究在接下来的相

当长的时间内 , 学者们将面临难得的机遇和挑

战。未来的研究既要关注政策的变化, 同时也要

在不断市场化的情景中, 以多元化视角探索影响

用药依从行为研究的前置因素。 

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政策日新月异, 很多和药

品相关的国家政策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用药依从

水平。新公共政策背景下探究消费者的用药依从

水平问题也是未来有潜力的研究方向。比如, 2019

年 3 月, 国家深化医疗改革的重大举措——4+7 药

品带量采购政策, 通过国家的力量, 用量来换价, 

联合 11 个试点城市变革药品市场, 有效提高了药

品的可得性, 降低了药品价格。那么这种药品可

得性和药品价格的降低这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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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意愿和用药依从行为呢？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随着医疗行业的改革和不断市场化, 当今的消费

者可以更便捷地在网上购买到药品, 并且也很容

易通过互联网找到咨询医生, 移动健康应用、智

能设备等让消费者对于健康管理有了更大的自主

权。据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购买渠道(线上或者

线下)、服务主体(人工智能或者真人客服)、授权

方式(自我授权或者专业授权)等营销视角研究影

响消费者用药依从行为的前置因素 

5.4  深入挖掘用药(不)依从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可知, 学者们对药品的获

取认知阶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然而对药品

服用治疗阶段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 未来研

究的重点应该多关注药品的服用治疗阶段。长期

遵从医嘱服药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是一件充满挑

战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慢性病, 一旦确诊, 消费者

很有可能需要终生服药。对于用药依从行为的研

究, 一方面, 我们要深入洞察药品服用阶段消费

者的心理特征, 寻找消费者用药不依从的心理机

制和影响因素。例如, 在公共卫生领域, 有一个比

较成熟的理论概念——病耻感。“病耻感”是一种

人们对疾病感到羞耻的感受(Hatzenbuehler et al., 

2013), 这种感受可能会影响人们用药的意愿以及

用药的方式。消费者可能仅仅是因为不愿意承认

自己生病、不愿意被贴上“病秧子”的标签而拒绝

吃药。“病耻感”这一心理过程不同于服药意愿和

药效推断, 这是消费者在服药过程中对自我的看

法。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深入挖掘这一心理过程 , 

在用药依从水平的情境下总结“病耻感”的影响因

素。另外, 进化心理学也能为病人不愿意吃药提

供新的心理机制解释视角。例如, 根据行为免疫

系统理论, 不喜欢吃药可能是一种机体的自我保

护。人类祖先进化出了“苦味等于有毒”的味觉经

验, 只有品尝出苦味才能防止吃到有害食物, 有

效规避危险。因此, 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进化心

理学的视角来讨论为什么消费者不愿意吃药, 也

能为这一话题贡献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另一方面 , 我们又要避免消费者的过度用

药。近年来, 消费者的过度用药同样也是不可忽

视的重要问题。消费者可能因为医疗环境因素

(Shen et al., 2023), 风险组合 (Mourali & Yang, 

2023)、信息推断偏差(Yan & Sengupta, 2013)导致

高估风险, 进而过度花费医疗物资。长期的过度

花费将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Tian 等(2023)研究了在非处方药(OTC)的消费背

景下, 消费者如何遵循产品标签上的使用说明。

研究者的分析基于一份独特的在线消费日记, 在

这份日记中, 消费者可以选择两类扑热息痛产品

(单一成分或组合)来治疗他们的疼痛或非疼痛相

关症状。当消费者出现多种症状时, 他们服用超

过推荐剂量(例如, 每天使用 > 4 克)的概率更高。

该研究表明, 当消费者出现多种症状时, 用药依

从可能会导致消费者用药过度。因此, 未来学者

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影响消费者风险感知、用药依

从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 寻求消费者健康行为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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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individual health behavior changes occur in stages is currently a 

controversial focal point. Medication adherence, as a crucial indicator influencing health care outcomes, 

significantly impacts an individual's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Previous reviews of medication 

adherence levels have predominantly adopted a medical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adherence behavior related 

to specific diseases. However,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ly market-driven health care industry, 

there is a dearth of research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thods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n consumer medication adherence behavior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 Additionally,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theoretical categorization and discourse on adherence behavior. Drawing upon the 

two-stage theory model, this review examines factors within the marketing domain that influence consumer 

medication adherence behaviors, elucidat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proposing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nd prospects. Theoretically, this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medication adherence behavior 

within the stages of health behavior change, enriching the stage theories within the health domain. 

Practically, it aids in better comprehending consumer mental health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fering 

marketing insights for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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